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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适用合理期待原则的正当性在于: 规制保险合同超级附合性、规制保险交易信息不对
称、弥补现有保险立法规制手段不足、实现合同公平正义。该原则的适用不必受制于格式条款须有

疑义的前提。“明示条款须严格遵守”的基础理念已经动摇，故合理期待原则未违反一般合同法规
则。该原则的适用应置于传统合同规制工具之后。期待的“合理性”应从合同当事人两方的角度分
析。期待的“客观性”表现为: 该种期待符合普通理性的“外行人”的期待且存在其他外部证据支持

这种期待。强化版合理期待原则应作为缔约控制的指导思想，折中版合理期待原则应作为合同解释
规则，以此构建合理期待原则适用的双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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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对保险合同进行规制，在保险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实现利益平衡是各国保险法所追求的目标。保

险合同纠纷多涉及对保单条款的解释，因此保险合同解释规则对解决保险纠纷尤为重要。然而我国保险法
律中既有的解释规则并不足以充分保护被保险人。例如在实务之中，重疾险等医疗保险的医学专业名词解

释竟然不同于一般的医学解释，①对于事故灾害方面的术语也存在范围缩减或有异于通常理解的情况。［1］另

从保险交易的流程来看，如果保险产品是通过自动贩售机兜售等方式出卖，被保险人往往在缔约之后才能看

见保险合同。对此，合同解释的一般规则和疑义利益解释规则难以妥善公平处理。

在英美保险合同法上，合理期待原则是一项特有的重要解释规则，其基本含义是“法院重视并尊重被保
险人以及受益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客观合理的期待，即使保单中严格的条款术语并不支持这些期待”。［2］该
规则在规制保险合同超级附合性、规制保险交易信息不对称、弥补现有保险立法规制手段不足、实现合同公
平正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对于此原则能否借鉴以及如何借鉴，始终莫衷一是，不少人还对此充满怀
疑。合理期待原则与一般保险合同解释规则究竟有何关系? 我国是否应引入该规则以实现对被保险人的充
分保护? 如何构建其具体的裁判规则才能实现其目的，发挥其功能? 下文拟在论证合理期待原则应用之价

值空间的基础上，分别探讨其应用的理论难点突破和实践难点突破，以最终找出合理期待原则在我国保险法

中如何定位其功能和具体应用于保险合同解释的合理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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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理期待原则”应用的价值空间:突破传统保险合同规制工具的局限

在我国保险立法之中，实际上并不缺乏各种保险合同解释或保险合同规制的制度，但这些缔约程序控制

和内容控制的制度存在局限性，在实践中运用效果不彰，故使得合理期待原则在我国引入具备一定价值

空间。
( 一) 缔约程序控制的局限:成本高昂、效果不定
我国《保险法》第 17 条规定了保险人的提示义务和主动缔约说明义务，两者一起构成缔约程序控制条

款。但是该项规定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从提示说明的范围来看，《保险法》第 17 条第 2 款规定的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提示义务仅限于

“免责条款”，适用范围有限。虽然《保险法司法解释( 二) 》第 9 ～ 11 条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但是其进步主
要表现在对之前滥用《保险法》第 17 条进行裁判的情况加以控制，仍未真正解决“如何通过恰当的方式保护
被保险人合理期待”的问题。
其次，从提示说明的效果来看，《保险法》第 17 条的立法本意是被保险人可以在知晓该保单存在此种格

式条款的情况下选择是否缔约或者另寻他处。但即使被保险人另寻其他保险公司寻找类似保险产品，也会
发现每一家保险公司在类似保险产品的保险合同中都存在大同小异的格式条款。即使保险消费者经过提醒

知晓了这些格式条款或警告，也很难使得他们为了避免交易风险而谋求改变这些条款。②如果选择放弃，他

们的期待就更难以实现。在现行立法下，缔约说明义务的效果难令人满意。
再次，我国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程度要求过高，未免矫枉过正。根据马宁教

授的调查分析，保险人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程度可以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仅需要提示被保险人注意保单中

存在免责条款; 第二，在第一级的基础上被动回应被保险人的询问; 第三，在第一级的基础上主动向被保险人

解释; 第四，在第三级的基础上，提示说明的效果必须使得被保险人真正理解。［3］法院在司法裁判中往往会
滥用这一规定，使得保险人义务加重，明确说明义务变成了为被保险人获取赔偿的方便之门。在众多案件
中，即使保险人的说明程度达到了“主动提示和说明”这一级别，但法官仍偏向于支持被保险人所称“自己未

能正确理解免责条款”。③据有关统计，自 2009 年至 2012 年底裁判的约 2500 件保险纠纷中，法官把明确说

明义务作为追求目标正义公平的首选工具，偏好明显。［4］虽然这种结果有利于被保险人，但是实现这一目标
的方式并不可取。
最后，缔约说明义务和保单标准化的优点相冲突，加重了保险人的成本。标准化格式合同设计之初就是

为了交易的便捷性。缔约阶段的提示说明义务如果要求太低，就难免流于形式，不能满足对被保险人的有效
保护。然而，一旦要求过高，则会大大削弱保单标准化、格式化的原有好处，致使保险人运营成本提高，可能

使得很多公司会不堪重负退出保险交易市场。④故此，既要保证标准化格式合同的优点得以充分发挥又要

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这使得缔约程序控制的分寸难以拿捏。
( 二) 实质内容控制的局限:受制文本、适用狭窄
( 1) 我国的内容控制规则存有投机空间

① 参见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 2010) 渑民一初字第 838 号判决书;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2005) 盘法民三初字第 457 号
( 二) 判决书; 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 2004) 灌民二初字第 325 号判决书、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5) 连民二终字第
36 号判决书。

② 参见［德］康德拉·茨威格特，海因·克茨，《合同法中的自由与强制》，孙宪忠译，载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 第 9

卷) 》，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4 页。

③ 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 榆中法民三终字第 00164 号判决书。

④ 例如德国 2007 年《保险合同法》确认保险人及保险中介的缔约信息义务之后很多保险中介因负担过重离开保险交易

市场。参见王冠华，《保险格式条款合理期待解释原则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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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法》第 19 条规定在两种情形下格式条款无效: 第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
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 第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这一规定与《合同
法》第 40 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6 条的有关规定相类似。但是这些规定并未将公平原则或者诚信原
则的内涵内化，无法帮助法院在个案中进行内容控制、判定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因而形同具文，［5］因为并非
一切对被保险人的不利都会使得格式条款无效。合同内容控制的目标是防止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强加不合理
的不利益，因此内容控制的规定应当体现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的规定，不必拘泥于格式条款的外观形式。同
时，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实质性判断标准。例如什么是“主要权利”? 什么是“依法应承担的义务”? 什么是
“依法应享有的权利”? 此外，这一条文在适用的时候容易造成两种极端，一种是只适用于一些非常严苛的
极端不合理的情形，并且需要被保险人承担很重的举证责任主张该格式条款无效。［6］另一种情况就是被滥
用( 例如被适用于非格式条款、适用于保险责任范围条款、适用于免赔率条款、将因果关系要求适用于状态
免责条款) 、混用( 例如与《保险法》第 17 条、第 30 条混用) 。［7］

《保险法》第 19 条通过限制格式条款的内容也不能完全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例如保险人通过
自动贩售机出售保险产品排除了“非固定航班”的承保范围。这一条款本身清楚明确也并未排除被保险人
合理利益，只是交易形式以及保险产品供给本身的不合理使得保险人可以通过此种方式获取投机利益。还
有现在医疗保险中通过限定治疗手段的方式给出“疾病”的定义。不同治疗方式会对保费影响不同，这样的
规定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这种说明方式与被保险人的缺乏经验结合在一起就为保险人提供了投机获利的

机会。此时，单单看格式条款本身，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保险人用了更为狡猾的方式攫取不当利益，《保险
法》第 19 条也是无能为力。这更像是一种“隐性的”免责条款或者“隐性的”加重对方责任条款。
( 2) 疑义利益解释规则易被滥用
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只是一种法律预先假定、在总体效果上有积极预防性效果的规则。但该规则可能被

不当使用。［8］回顾历史发展，一些案件本不能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但早期美国法院为了维护被保险人的
合理利益而经常创设一些“不同理解”: 第一种情况是无中生有。法官不是在发现而是创造“疑义”; 第二种
情况是在适用位阶上，法院倾向于优先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20 世纪的美国法院面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
时，逐渐偏向于只要保单有争议就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判决，根本不适用一般解释规则。① 疑义利益解释规
则从最后一道防线变成了第一位的解释规则。但是，合同法的根本任务是探求当事人的真意、确定其权利义
务范围。而当事人的内心意思必须通过一定的相对客观的东西得到证明，因此文义解释等解释方式本具有
优先性。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依其他合同解释之普通方法，仍不能确定约款之意义时，始得为之，亦即此一
补助之解释方法，系最后不得已之手段”。［9］

从表面上看，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在美国上世纪被滥用似乎是因为法院一心想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没有

掌握好尺度，而我国《保险法》第 30 条明确将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作为后位规则，滥用的空间已被压缩得很
小。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疑义利益解释规则本身有局限性，不足以应对保险交易中出现的新问题。该规则
的适用前提是格式条款存疑，法官不能对合同内容进行曲解和修改。当一些格式条款明确排除了保险范围
而此种保险范围的限制又明显不符合保险产品提供的宗旨时，它也无能为力。部分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在一
些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裁判中发现，其背后实际隐藏着一种新的规则，这就是合理期待原则。合理期待
原则与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在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前者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可以弥补一般

合同解释规则触及不到的边界地带。
( 三) 小结:“合理期待原则”应用的价值空间
提示说明义务这一缔约程序控制手段是一种事前的规制方法，其成本高昂、效果不定，既容易被滥用成

对保险人的不公，也很难保证被保险人是否真正理解说明内容。内容控制规则和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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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和条件上存在限制，且无力解决无歧义的不合理状况。这些传统制度所希望实现之目的与其本身的局
限性的差距构成了合理期待原则的产生基础和应用价值空间。
合理期待原则是对争议格式条款的事后规制，即使被保险人在之前未能真正理解条款意思也有机会得

到救济。关于缔约控制程序和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关系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二者呈排斥关系。被保险
人可以选择其中一种制度请求获得救济。但是如果保险人已经证明已经妥善提示说明则不能运用合理期待
原则。［10］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并不排斥，而是互相协作。［11］笔者认为，这两项原则一前一后把手两道关口，

正是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我国的提示说明义务是程序性义务不能保证说明的效果，因此必须在事后进行
把关。当然，这种事后矫正并非根据法官意图肆意妄为，“合理期待”也有其相对客观的标准和限制，下文将
详加论述。

三、“合理期待原则”应用的理论难点突破:超越合同法一般规则

合理期待原则作为一种新兴的保险合同解释规则，对传统合同法有所背离和超越。［12］不少学者对合理
期待原则持担心和批评的态度，认为它忽略了保险交易合同中( 双方) 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将保险单明

示条款搁在一边，不理会其中清楚明白的含义和意图，反而以另一方当事人的合理期待内容作为确定合同权

利义务关系的依据。但是这真的是对传统合同法的背离吗?
( 一) 突破“明示条款须严格遵守”

首先，“明示条款须严格遵守”的基础理念正在发生动摇。合同法的基本原理是“约定必须遵守”，［13］清
楚明确而非模棱两可的合同文本语言具有法律效力。表面看来，合理期待原则不顾文义，违反“明示条款须
严格遵守”。但“明示条款须严格遵守”的理论根基在于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而在保险合同制定的过程
中，被保险人对格式合同只能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对于条款内容并无决定权。既然“明示条款须严格遵
守”的理论根基已经遭到破坏，应对这种情况的特殊规则并不会对这一原则造成破坏性影响。相反，盲目按
照条款之规定执行会破坏一方当事人的合理期待。当被保险人不知晓格式条款、对专业晦涩的格式条款难
以理解，为什么不考虑一些根据现实状况产生的新的理论和方法呢? 机械适用反而与合同法的根本目标背

道而驰。合理期待原则作为一种特殊的规则，它的价值就在于矫正这种不合理的状态。尽管有人担心它会
成为洪水猛兽破坏合同法一般原则，但根据现有学理和司法裁判，适用该原则要受到严格限制，而且其适用

位阶不具有优先性。
其次，当事人严格的合同阅读义务日益遭到质疑。按照传统合同法理论，合同当事人被推定负有阅读合

同条款的义务。当事人只要阅读了合同条款，即使由于理解上的问题而事实上并不真正认同该条款，也要受
到该条款的约束，因为对方当事人基于信赖其签署行为已经采取行动。［14］即使当事人事前没有阅读合同，也
不能不受到合同条款的限制。［15］这是基于交易安全之考虑。但是，当事人合同阅读义务在保险法领域越来
越值得商榷: 第一，合同阅读义务背后的原因基础在格式条款交易领域已经发生变化。专业、复杂的保险格
式条款不仅对当事人个人是晦涩的，而且对社会一般大众或理性第三人来说都是如此，被保险人即使阅读保

单也难以理解。合同阅读义务本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必然要求，但是格式条款已经使得双方当事人不能充分
行使自由缔约权。在保险合同交易的领域这种动摇被进一步放大。第二，在保险实务中，被保险人往往不会
阅读保单。一方面保险条款专业程度高，另一方面保险交易方式习惯通常是先收取保险费后签发保险单，被
保险人在获取缔约信息之前就已经付出了对价。即使被保险人不同意格式条款，结果似乎也难以改变，因为
保险代理人也难以决定是否可以改正该格式条款的内容和要求。［16］从消费者心理角度说，消费者的理性思
考本就有限，且受到保险代理人的引诱、怂恿，面对不真实广告只瞟一眼就匆匆决定，不太仔细阅读合同文本
的披露说明。［17］第四，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保险人不会仔细阅读格式条款，也难以真正理解。《合同法
第二次重述》第 211 条附加注释( b) 款认为: 市场的现实状况是采用格式合同订立合同的起草者绝不希望也
不会期待其相对方( 消费者) 会“阅读并理解( 该条款) ”。而且通常情况下，讨价还价仅限于乙方提供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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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满足另一方需求，而另一方又能提供什么价格。消费者顾客往往会信任格式条款提供者而对其心存
善意。［18］

如此看来，所谓的合同阅读义务在保险交易中的重要性日渐式微。有学者甚至质疑到，如果存在此种义
务，不遵守该义务是否比强加此种义务给被保险人能得到更多尊重?。［19］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夸张的说
法。因为不能否认阅读义务及其存在基础，只是在保险行业现实发展的情况下，这一基础发生了动摇，盲目
遵守阅读义务、无视被保险人合理期待会造成极大不公平。合理期待原则并未否定所有保险合同格式条款
的效力，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新路径: 站在与当事人处于类似或者相同情形下的理性第三人的角度，思考该一

般第三人阅读了此种合同条款其理解通常是什么? 其抱有怎样的合理期待? 所以合理期待原则是推定被保

险人没有过重的阅读义务。在讨论被保险人的期待是否真的“合理”时，也应当考虑阅读义务。
( 二) 回归合同法解释的“意思主义”
合同解释的根本任务在于寻求当事人的内心真意。但根据什么来寻求当事人的内心真意呢? 学界有三

种学说，一种是重点关注主观内在意思的意思主义，一种是重点关注内在意思的外在表现的表示主义，而后

又发展出了结合前两种观点的折中主义。我国《合同法》采用的是折中主义立法模式，以表示主义为主、意
思主义为辅。合同解释主要依据外部表示的客观意思，但是内心意思与表示意思不一致而导致法律行为无
效时，也不得不考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内心意思过于抽象难以把握，而表示意思有迹可循。

不论是表示主义还是意思主义，都应当将探求当事人内心的真意作为根本任务。两者的差异在于如何
使得这种内心意思为裁判者知晓。裁判者通常应当根据书面合同文件为依据作出裁判，这符合交易安全和
客观需要。但合理期待原则是从另一个方面探求当事人的内心意思，这种探求不是主观随意的，它要求法官
站在一位合理的外行的被保险人的角度探求其自身的合理期待是什么。也就是说，“根据一个未经保险或
法律等专门训练的人的理性预期来解释保险单。如果一个理性的人预期该保单会对某一种损失提供保障，

法院就会要求保险人赔付———尽管合同文字已经清楚地排除了的赔付”。［20］这里的“合理”是一种“客观”合
理，这种期待代表了一个社会群体的客观期待，而不仅仅是某一个特殊当事人的期待。保险人也应当知道，

当它面对一般的保险消费者时，相对人就会存在这种期待，因此其拟定的格式条款也必须满足这种期待，至

少不应当排除这种期待。这种期待的“客观”性还表现为，实际生活中存在其他佐证。例如: 关于“重大疾
病”的范围限定，保险公司经常通过具体手术方式进行列举性规定，而一旦被保险人接受了其他治疗方式，
就被认为不在承保范围。但是被保险人对此种不利结果出现后得到理赔怀有合理期待。因为一般的医学常
识和医学术语所规定的“重大疾病”不应当通过具体治疗方式进行限缩，这便是医学常识的支持; 而社会大
众所理解的“重大疾病”也通常是从该种疾病的危害结果理解的，此为社会一般常识的支持。再比如通过自
动贩售机出售的航空保险排除了非定期的航班。但是原定航班出现延误、取消而不得不改签其他航班的情
形经常发生，而且改签是合理的。迫于实际情况需要的改签，这便是航空业务常态的支持。因此有理由怀
疑，既然保单把该种改签不定期航班的情况予以排除，为什么又放在自动贩售机内进行出售呢? 保险人知道

或应当知道此种情况。而且排除条款只能在被保险人购买之后才有可能被看到，但大多数情况被保险人不
会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仔细阅读保单。这也是一般社会交易常识的支持。综上，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也不
是凭空想象的，其背后有着诸多证据予以支持。
( 三) 小结:“合理期待原则”实现实质正义
合理期待原则的产生和发展首先便是对传统契约理论“主体抽象平等”假设非现实性的回应。传统契

约法理论将交易主体“抽象为一般的人”，赋予其抽象平等的人格地位，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只是一个
从复杂社会千差万别的具体对象中抽象出的符号。［21］但这种抽象也忽略了“人”的个体差异性，即使不愿承
认，这种差异性就是客观存在的。难道一个普通的被保险人能够和集团化的大保险公司平等、自由地协商
吗? 难道一个缺乏经验和专业的被保险人能够和深谙保险业务、老成持重的保险人公平、有效地讨价还价
吗?［22］有学者总结道: 在保险格式条款组成的合同交易中，非格式条款提供者没有任何机会进行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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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了这一点后，“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应当被确立。［23］

除此之外，“契约自由”理论假设交易市场的信息交换是充分的、交易双方可以自由选择交易伙伴、合同
并不涉及除当事人之外的其他第三人的利益。［24］但现实情况却是，保险公司就保险产品事先拟好的格式条
款大同小异，保险行业面向保险消费者提供的产品往往都在刻意回避被保险人之合理期待。被保险人表面
上有足够多的保险公司可供选择，实际上却发现走到哪都难以实现其保障风险的期待。保险行业的机构化
从业者似乎形成了一种“隐蔽”的“一致对外”的“垄断”。所以合理期待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从格式条
款的不平等对弈中追求实质正义的工具，法院运用合理期待原则打击格式条款的不公正性。合同法的现代
发展可以归结为合同自由的形式正义与合同实质正义间的二律背反与角力。［25］美国学者 JamesM． Fischer 总
结:“并不是一个激进且叛变的被保险人，而是保险公司将合同自由摧毁。‘合理期待原则’并未去除合同自
由，而是注入有限的‘自由’。这种‘自由’如果依照格式条款，是永远也不会有的”。［26］

综上，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由“合体”走向背离，是因为“主体平等”和“完全自由市场”在垄断的语境下
不复存在。格式合同的出现成了合同自由背离合同正义的典型例证。在格式合同中，合意和选择失去了意
义，合同自由背离了合同正义从而走向了形式正义的泥沼。将实质公平理念引入合同自由原则，或许能带来
合同正义的再生。合理期待原则以实质公平理念规制保险交易中的格式合同，通过发挥立法与司法的能动
性，可以实现格式合同中自由与正义的结合。［27］

四、“合理期待原则”应用的实践难点突破:“客观”、“合理”与适用检视

( 一)“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规则
( 1) “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位阶
合理期待原则是一种特殊规则，在适用上应不具有任意性和优先性。一旦合理期待原则被误用、滥用，

将会导致许多问题，例如保险人纷纷提高保险产品的保费，导致保险的社会负担加重; 又或者，保险人不断重

新设计承保范围收缩的保单条款。一旦法院进行扩张性解释，保险人就进一步缩小这些保单条款的承保范
围。［28］因此，合理期待原则与一般保险法规则如何协调适用是一个关键问题。故而，当出现保险合同条款纠
纷时，应首先运用我国《合同法》已有的一般合同解释规则，如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等。如果对同一条款存在
两种以上客观不同解释的，再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不过仍有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既可能是因为保险人的
销售方式造成的，也可能是因为保单的笼统标题和具体条款内容有出入而引起的，还可能是保险人明知没有

提供符合被保险人需求的产品却仍然承保引起的。此时对保险条款并不存在多种理解，穷尽上述解释方法
之后仍无法得到一个相对公平的实质性结果，那么就应当考虑适用合理期待原则进行调整。这种矫正并非
简单的直接适用，而是必须经过一套严密的逻辑: 一旦法官对拘泥于合同文本产生了一定的怀疑，接下来的

任务就是寻找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并且审查这种期待是否“合理”。寻找的过程和判断审查的过程并不
是主观任意妄为的，司法裁判者必须站在一个作为被保险人的理性外行人的角度去寻找这种期待是否确实

存在，同时借助其他的认知、证明材料等将自己置身于该保险产品交易的社会客观环境中寻找该种期待的
“客观合理性”。此即“怀疑———寻找期待———证明期待———认可期待———解释条款———保障期待”的合理
期待原则具体适用过程。综上，依照“优先遵循合同文本———一般解释规则———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合
理期待解释规则”的位阶顺序才能保证不滥用合理期待原则。
( 2) “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条件与限制
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应当要符合一定条件:

第一，被保险人的身份和能力应当是一个重要的考察因素。前文论证的前提皆是被保险人的“磋商能
力”不够强。① 如果被保险人的磋商能力足够强，甚至达到或超过保险人，那么适用合理期待原则的现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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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也将不存在。应当注意，在具体的情形中，作为自然人的被保险人也有可能是交易经验丰富的消费者，或
者正好这种保险产品的相关知识符合其自身的专业认识，这些人被称之为“老练的被保险人( The Sophisti-
cated Insured) ”。当然，被保险人的经验是否丰富影响的是“被保险人的期待是否合理”，经验丰富程度应当
作为法院审查其期待是否“合理”的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是完全排除适用合理期待原则的理由，因为即使经
验丰富，也不能完全改变格式条款由保险人拟定的事实。有学者在评价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时候曾说: 与其
说谈判能力是决定疑义利益解释规则是否可以启用的影响因素，不如说它是影响其适用的严格程度的因

素。［29］合理期待原则同样如此。

第二，保险合同语言致使被保险人产生“合理期待”。这主要是指一些保险产品的广告标语和具体条款
的表述有出入，或者下定义的语言与一般社会生活认知或者其他学科、领域的专业术语有区别。例如保险合
同出现“一切险”、“全险”等词汇，而具体条款却做出了大量的限缩性解释; 例如通过疾病治疗的方式来定义
什么是“重大疾病”，但疾病的定义本身就属于医学专有名词，应当按照一般医学专业知识进行定义才合
理; ①例如保险标题出现“残疾保险”、“意外保险”，但是具体条款又只承保了很窄范围的情况，②造成了被保
险人认为自身合理期待可以得到保障的假象。在这些案件中，合理期待原则的重要价值得以彰显。

第三，保险产品的销售方式及保险代理人的言行引起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保险公司的“营销模式
和通常实践”会使得一个被保险人可以从保单条款外的地方获得“合理预期”，这些“合理预期”有可能推翻
那些清晰无误的格式条款。［30］这主要包括通过无人销售方式销售保险产品。例如在不定期航班前销售排除
了承保不定期航班的保险产品。③ 例如在销售寿险产品并且收取保费之后，约定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进
行核保通过后才使得合同成立。④ 例如在向教练车提供保险产品的时候明知道该车将被用于训练目的却仍
然同意承保而不告知其必须购买教练车特约条款保险。这些销售方式和诱导式的销售语言很大程度上排除
了被保险人仔细权衡其中风险的可能性，导致被保险人“合理期待”落空。

除此之外，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必须受到一定限制，防止被误用、滥用。第一，当保险条款本身存在疑义
时，不能优先适用。第二，当保险人有证据证明已经充分地告知了格式条款的含义以及不利后果时，限制适
用。例如教练车投保时保险代理人明确告知其必须投保教练车特约条款保险才能够获得理赔。当然告知义
务要求达到何种程度，法院应从一个合理的第三人的认知角度进行理解。第三，当保险产品的专业知识正好
是被保险人的职业知识而为其所了解甚多时，限制适用。例如“重疾险”纠纷中，被保险人本人也是从事医
疗工作或者钻研于这一领域，一看就知道这种规定将会导致自己的合理期待落空，此时被保险人有足够的空

间权衡这种风险。第四，对个别商议条款不能适用合理期待原则。合理期待原则仅适用于格式条款，因为个
别商议条款反映了双方当事人讨价还价的成果，并没有保险人滥用其优势地位。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应当
由其自身在磋商的过程中主动追求、争取实现。
( 二)“合理”期待与“客观”期待
( 1) 什么是“合理”的期待
在认可期待这一环节，法院必须考虑“合理”的标准。从美国法院早期的情况看，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制

定统一的认可标准。有一些法院采用扩张性的“合理”的标准，轻而易举地给予被保险人救济。固然“合理”

是一种多元化价值判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尺度和评判标准，但是合理的标准也并非无迹可寻。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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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标准是一个与具体情况密不可分的客观判断，虽然合理期待原则突破了合同文本，但是仍要结合条
款文本进行考虑。另外还应围绕案件的各种客观外在因素寻找有力的支持或反驳依据。

笔者认为，可以从保险格式合同交易的过程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

第一，从被保险人的角度来看，应当先考虑被保险人实际的期待是什么，被保险人必须证明自己希望得

到赔付，而不能让被保险人随意扩大自己的期待。

第二，被保险人是否有这种客观能力来充分了解格式条款是否给予了他这种期待。如果被保险人的磋
商能力比较强，其“合理期待”的范围就应当被缩小。

第三，被保险人是否有这种主观意愿来充分追求实现这种期待。如果被保险人的行为表明他曾积极地
履行各项义务，就表明他怀有这种期待并且一直在努力实践。反之，如果被保险人本来可以通过适当的努力
来了解保单条款却没有仔细了解; 如果保险代理人进行说明却心不在焉; 如果此类保险产品的专业性已经在

社会媒体和社会交易事件中广为流传而被保险人却怠于了解，那只能推定被保险人的期待意愿并非那么强

烈、并非那么“合理”。

第四，从保险人的角度来看，必须考虑其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保险人怀有这种合理期待，因为被保

险人会基于对保险人的信赖而产生一定的期待。例如保险标题出现“残疾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但是具
体条款又只承保了很窄范围的情况，即使被保险人没有注意这些限定说明，但是保险人应当知道被保险人经

常会出现怎样的疏忽而产生较高的合理期待。此时的期待是“合理的”，因为保险人有丰富的交易经验和教
训。保险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被保险人怀有某种合理期待却不闻不问也不加提示，而是希望使这种期待落
空，不能不说怀有一种恶意。美国《合同法第二次重述》第 211 条第 3 款规定: 如果一方当事人应当知道，另
一方当事人在了解格式条款的风险后很可能会放弃缔约，这样的格式条款就不应当具备约束效力。这是从
反面来论证期待的“合理性”，其实更有说服力。如果连交易相对方都知晓或者应当知晓被保险人存在“合
理的”期待，则该期待应当得到满足。
( 2) 什么是“客观”的合理期待
前文所述，对“合理期待”的探求要求法官站在一位合理的外行的被保险人的角度探求其自身的合理期

待是什么，即“根据一个未受专门训练的人的理性预期来解释保险单”。此种期待已不仅仅是某一个特殊当
事人的个别化期待，而是反映了一个社会群体的客观期待。这种期待的“客观”性表现在，它在实际生活中
是存在其他佐证的，例如医学常识的支持、社会一般常识的支持等。另外，这种期待的“客观性”还表现为这
一期待不仅仅能够体现在某一特定案件之中，也可以体现在今后相似或者相同的保险纠纷案件之中。社会
一般的理性人会做出类似的思考和判断。
( 三) 适用“合理期待原则”的双层逻辑:合同解释规则与缔约规制方法
( 1) “合理期待原则”的“版本”选择
虽然美国至少有 2 /3 的州法院都采纳了合理期待原则，但是在理解和适用上却有不同。Keeton 教授的

观点被 16 个州法院采纳，但这之中只有大约 10 个州的法院没有曲解 Keeton 教授的意思，其他州的法院将
原观点进行了“弱化”。［31］“被弱化的合理期待原则”与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相类似，其适用条件是合同文本存
在歧义。只是适用的结果并不同于疑义利益解释。当合同格式条款存在两种以上解释，法官得出的结论是
按照被保险人合理期待进行理解。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借合理期待原则之名，行“一般解释合同”之实。除
了能够满足被保险人合理期待之外，与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几无不同。和那些拒绝采用合理期待原则的州一
样，这种主张都是以合同明示条款为根本依据的。［32］

合理期待原则也有“强化版”，［33］法官完全自行决定并承认存在“合理期待”，而不管格式条款是否清楚
无误地排除了这种期待。这种强化版的适用阻止保险人希望通过明示合同条款进行抗辩，其目的不仅仅在
于保障被保险人的实质利益，还希望通过矫正这种不公平的结果充分体现保险制度分散风险的社会功能。

合理期待原则也有折中版本。由于保单存在歧义、或者过于晦涩和专业、或者被保险人因为格式条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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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太多而未能察觉出当中包含的除外责任，而导致被保险人合理期待落空之时，法院应当满足被保险人之合

理期待。［34］与“强化版”相比，折中版的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条件必须是有保单条款或者情况明显排除了被
保险人的合理期待。而前一版本并不需要出现这种冲突。
( 2) 作为合同解释规则的“合理期待原则”

笔者认为，弱化版本受制于“合同条款必须存在两种以上理解”的条件，不能在更多情形中为被保险人
提供救济，应首先排除。不少学者也认可这一点。① 强化版本直接突破了合同文本本身的束缚，放眼于更广
阔的保险交易的各个阶段。既可以作为矫正手段保障被保险人的合理利益，也对保险人在保险交易中的道
德要求进行了法律上的敦促，可以逐步引导保险行业的程序更加规范化，保险产品供给的种类更加满足社会

保障的需求。强化版本也是 Keeton教授最初设想的原则，因此借鉴和设计合理期待原则的制度应当首先考
虑。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尤其不足，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尺度上也把握不到位。同时，我国是成
文法国家，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没有判例法国家法官那样大，强化版本如果被直接适用于裁判

依据会造成司法极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强化版本目前不宜直接作为裁判依据。现有阶段应当考虑如何将合
理期待原则的折中版本和强化版本有机结合，以求解决我国保险纠纷面临的困境。

折中版本应当作为一种超越合同文本的解释方式规定在我国立法之中。这是因为，折中版本对刚刚引
入这一规则的成文法国家的司法裁判者而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法官的积极作用，适时矫正不公平的结

果，同时也利于保证制定法的稳定性和司法权威，还有助于在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对抗过程中寻找

到一个较为温和恰当的点，避免保险市场动荡的局面。但是，其适用必须置于较后的位阶。
( 3) 作为缔约规制方法的“合理期待原则”

与此同时，合理期待原则的强化版本也应当作为一种缔约规范在立法中予以确认。具体来说，就是在缔
约程序的法律规制中，将合理期待原则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原则用来规制保险人拟定格式条款的行为、履行提
示和说明义务的行为。即保险人必须提供能够满足一般理性被保险人合理期待的保险产品，保险人拟定的
格式条款不得排斥一般理性被保险人合理期待，保险人应当在向被保险人提示和进行说明义务的时候，应当

考虑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

强化版本作为一种指导性的规定不宜直接作为裁判依据，而是旨在引导保险人从一开始就更加关注立

法和司法的倾向，以使得保险人心理有一定准备，更加规范自身行为。历史上自由裁量的流弊让我们必须谨
慎，而成文法传统的我国司法体系在尚不完善的现阶段更加需要避免这种“弹性”过强的规定作为裁判依
据。强化版本作为缔约规范，是立法者对保险人所提之要求，而保险人天生的逐利心理又会使得其主动稀释
这种“被强化”的合理期待的不确定性，从而达到一种互相制约的可控状态。保险人可以提高保险代理人的
业务准则操守和从业水平; 可以加强在无人出售保险产品时的说明义务醒目程度; 可以避免过度使用一些易

引入歧义的笼统词汇如“重大疾病保险”、“残疾险”; 可以不通过与专业知识不一致的定义方式制订格式条
款内容; 可以在大致了解被保险人之期待的时候及时说明该种保险产品并不适合被保险人，并且向其推荐符

合被保险人合理期待的保险产品。强化版本从保险产品提供源头这一方进行控制，不断要求从业者提高自
身素质和提升“产品”的质量与“合理性”。

强化版本作为缔约控制的指导思想能够有效引导保险行业从供给侧提高保险产品的合理性、适合社会
需求性。而折中版本作为合同解释规则能够从事后控制这一方面检验供给侧端的成效，同时保证被保险人
的合法权益。这是因为合理期待原则的内涵与外延相对不那么确定而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能够满足法律保
持稳定与适时变化有机结合的需要。但即便是折中版本也是作为一种解释与补充，必须结合已经存在的法
律制度才能发挥其作用。要避免在适用合理期待原则时“创设或消灭”合同权利，而应根据严格的适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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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并在经过评估后予以保障。折中版本适用的界限就在于自由裁量和严格规则的有
机结合。

五、结 语

高度专业化格式条款大量用于保险交易导致保险纠纷日益激化、复杂。面对“明示条款排斥被保险人
‘合理期待’”的困境，“合理期待原则”无疑能够弥补现有保险合同规制之不足。因格式条款限制当事人缔
约选择权，使合同自由原则动摇，故适用合理期待规则并未破坏合同法基本原则。“期待”的“客观性”和“合
理性”更印证了这一点。合理期待原则的发展体现了“将松散的自由裁量变为稳定指导的法律规范”这一现
代合同法的发展过程。在我国未来《保险法》的修订当中，应合理地引入“合理期待原则”，确立其适用位阶、

适用条件和适用限制，将其作为一般合同解释规则的补充。此外，还应以强化版合理期待原则作为缔约规制
方法，以折中版合理期待原则作为合同裁判规则，构建合理期待原则适用的双重逻辑，以期使从保险产品提

供到交易商谈，从履行合同到提供救济的保险交易各环节都体现出程序与实体的双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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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and System Orientation of“the Ｒeasonable Expectations Doctrine”in Insurance Law of China
WEN Jing1，YANG Tao2

( 1．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0;
2． Higher People＇s Court of Hunan Province，Changsha 410000)

Abstract: The justification of applying the Ｒeasonable Expectations Doctrine lies in regulating the super adhesion
of insurance contracts and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insurance transactions，making up for the shortfalls of the
existing legislative regulation，and achieving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the Contract Law． Its application is not subject to
the premise that there should be vagueness and ambiguity in the standard terms． The basic idea of the“Express
terms must be observed”has been challenged，so the Ｒeasonable Expectations Doctrine does not break the general
rules in traditional Contract Law． The application of the Ｒeasonable Expectations Doctrine shall be put after the ap-
plication of existing traditional contract regulation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expectations should be judged from the
points of view of both the insurer and the insured． The objectivity of the expectation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acts
that: this kind of expectations conforms to a reasonable layman’s expectations，and there exists other evidence to
support this kind of expectations． We shall use a strengthened Ｒeasonable Expectations Doctrine at the contracting
stage and use a compromised Ｒeasonable Expectations Doctrine at the interpretation stage，thus constructing a dual
logic system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Ｒeasonable Expectations Doctrine．
Key words: the Ｒeasonable Expectations Doctrine; super adhesion; contracting control; contract interpretation; sub-
stantive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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